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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者之刑名：清代省例立法基础的再思考
———基于儒家元典对《福建省例》的文本解读

魏 淑 民

［摘　要］中国古代地方性法规源远流长，清代省例是其集大成阶段。关于清代省例的立法基础，首先
是“因地立法、制与事宜”的基本原则。亦有研究指出，清代省例并非各地社风民俗的集中反映，更多体现
了官员个人及其群体的利益和经验。基于儒家元典角度，通过对《福建省例》的文本细读，发现督抚、两司
等省级司法主体对闽省民风习俗很是重视，相关告示禁约基于儒家伦理往往具有浓郁的教化色彩，在申饬
教化的同时甚或存有某种同情之理解（其情可恶，其愚可矜）。本地风俗人情和官僚集团的利益经验，犹如
一个硬币的两面，共同构成以省例为代表的地方性法规的立法基础。研究方法上，当在尽可能广泛搜求史
料基础上，多依据元典进行文本细读，以求更多与历史当事人的精神世界同频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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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法律体系和国家治理中，地方立法实践源远流长。在各就地方情形因地、因时制宜灵
活调整中，地方性法规对中央制定法发挥了重申、解释、补充甚或修正作用，彰显了中国古代国家法的
多元结构，并且呈现出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之间微妙的互动①。清代是地方性法规编纂的集大成
阶段，其中地位最高、最有特色者当属省例，系以一省行政、司法事务为主要规范对象，由省级行政主
体（以督抚、两司为主）制定颁行，以地方性行政法规为主体，并部分含有地区性特别法的法规汇编。
省例在一省范围内具有通行效力，得到各级地方官充分尊重，是目前所见数量最为可观、最具有典型
地方立法性质的史料②。

国内外学界对清代省例有一定研究，对其立法基础尚缺乏进一步的深入阐发③。关于清代省例的立
法基础，自然首先合乎“因俗而治、因地立法、制与事宜”的基本原则④。正如清末两广总督耆英在《粤东
省例新纂》序中所言，“律一成而不易，例随时而变通，省例则尤因地制宜，助部例所不备”⑤；清末光绪朝
臬司本《四川通饬章程》“序”也一再声称，“举凡通行部章，因时损益，所以辅律例之简严；通饬省章，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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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宜，所以阐部章之意指”①。两者均特别强调了省例因地、因时制宜的基本属性。
同时，近年来也有一种较有影响的观点值得注意：基于不同省例对于普遍性事务规定的差异，指

出省例并非各地因应社风民俗因地制宜的集中反映，各省例之间的异同更多体现了各地官员的利益
和经验②。此一观点论证周详，读来不无道理。然而，通过反复研读清代省例中最有代表性、研究成
果也最为丰硕的《福建省例》尤其是刑政例部分，观感很是不同。在《福建省例·刑政例》上下两部分
共计１２１案中，关涉闽省习俗者有２４案左右，占五分之一左右。此外，在杂例中亦有涉及禁止迎神赛
会、殉烈等规定。反复翻阅之下，备感督抚、两司等省级司法主体对闽省民风习俗很是重视，相关告示
禁约基于儒家伦理往往具有浓郁的教化为本色彩，在申饬教化的同时甚或存有某种同情之理解（其情
可恶，其愚可矜）。在省例文本中，有针对闽省典型恶习而反复禁谕者（禁止械斗四案），有应民人强烈
吁请而札行两司会详刊入者（禁服毒草毙命图赖），亦有将近年终岁末而反复告诫提醒百姓者（禁止赌
博、放火、掷石卜兆等等），有体恤“摽梅”之怨而禁止锢婢者，等等。如此种种，很难全然定论其基本立
法基础主要是官僚群体的利益和经验，反而是儒者之刑名的集中体现。

一　对民间典型恶习“械斗”的谆谆劝诫

清代闽省民间恶习首推械斗，尤以漳、泉两地最甚，而且往往波及广东等邻近省份，这在清代包括
晚清督抚大员奏折、君上朱批谕旨、福建省例及清人笔记小说中均有明确反映，而且问题非常严重③。
对此，督抚大员一方面在对君上的奏折中明确指出，本省械斗恶习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是地方官疲玩
所致，提出以督促地方官速审速结讼案为核心的探本清源之道④。另一方面，在面向普通百姓反复严
禁械斗的告示中，却更多是苦口婆心的种种劝诫，因之与风俗人心大有关系。

《福建省例》收录有关于禁止械斗的专门告示四份，时间跨度从乾隆二十三年到三十七年（１７５８—

１７７２年），反复品读告示内容，无一不是督抚、两司等员站在小民百姓角度的苦心劝诫：或申明律例对
械斗惩治甚严，万不可自罹重辟，“斩绞重犯苟有一线可生之处，无不仰邀恩旨予以缓决。唯械斗之
犯，无论起衅附和，一伤人命，概拟情实，即行处决”⑤；或提醒小民保全一己性命，以便上而行孝亲老、
下而妻儿完聚，“身犯王章，典刑西市。上遗忧于父母，下失望于妻子，悔之何及”⑥；或以邻里守望相
助之义劝勉，“虽分各姓，然皆同井共里之人，岂可忘却守望相助之义，自相残贼，以丧身命”⑦；或指出
助殴之人好心办坏事的悖论，“助殴之初心，本欲相帮卫护。而殊不知二人对殴，或者不致杀人。今两
家各有协助凶徒，小事遂变成大案，下手伤重者因应抵偿，即在场助殴者亦陷身缧绁，是爱之实所以害
之也”⑧。当然，在各个具体的劝诫械斗告示中，以上意蕴多兼而有之。最后，还念念不忘叮嘱军民人
等，“各体我婆心，免贻后悔”⑨，不厌其烦的啰嗦中悉心教化的良苦用心一览无余。

以上，对父母妻子孝道亲情及邻里关系的强调，正是儒家家族伦理的集中体现，而对律例严惩械
斗的强调则是从反面发挥警醒、威慑作用。督抚大员在告示中，常常强调自己作为父母官教化为先的
责任，不忍不教而诛，甚或因此而自我批评，“虽其孽由自作，良亦本部堂莅任未久，教化不先，致陷斯
民于法网，抚衷只深愧罪”⑩。对因械斗重案而犯罪者，亦秉持“既属可恶，亦复可怜”的双重态度瑏瑡。

有意思的是，乾隆三十三年（１７６８）闽浙总督崔应阶还在劝诫告示中大打感情牌，言及自幼随宦闽
中，现在总督闽浙视父老如亲人，总思备加爱护，以求家家户户安宁祥和，不忍看到他们因械斗而身陷
囹圄，更不能因此而市恩枉法。故此发布告示“谆谆诫劝”，希望百姓听其“苦口良言”瑏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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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样的劝诫逻辑出发，接下来督抚等员在告示中对百姓开出的解决械斗之道自然不难理解，恰
是围绕“正人心、厚风俗”展开。四份告示中开列的解决之道虽具体表述不一，然基本思路高度一致：
小事忍让，大案告官，并且注重发挥乡保、族正等人的日常管理约束职责①。其中，特别强调百姓在日
常亲邻相处中须多忍让，做守分良民，万不可因一时之忿而械斗行凶，否则不仅自己有性命之虞，更殃
及妻儿老小，如此因一时任性而自投法网，正是儒家所说小民“惑”的表现。昔者，樊迟跟随孔子从游
于舞雩之下，请教如何做到崇德、修慝、辨惑。对于最后一个问题，孔子认为“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
其亲，非惑与？”如果因为偶然的一时小忿，便忘记了自身性命甚至是亲老妻儿，难道不是糊涂吗？②

在饱受儒家浸润的地方大员看来，起于一时小忿的大规模械斗正是缠绕闽中百姓最大的“惑”，并由
“惑”而“愚”，种种恶行危害重重，这或许也是史料中官方经常称呼百姓“愚民”的一个重要原因，客观
上强化了官方加意教化劝导的必要性。

迨至晚清同治年间福建刊布的《清讼事宜八条》谈到械斗恶习治理，仍延续上述思路，并特别强调
地方官尤其是州县官的教化之责、听断之责。因为他们作为基层官员贵在亲民，平日当视民事如家
事③。其中，“视民事如家事”借鉴自曾任直隶总督曾国藩的说法，“视民家有差骚扰，如吾家有差未
退。视民家有讼纠缠，如吾家有讼未结。官长设身处地，则民家受福无穷”④。此说读来内蕴着儒家
君子的“恕”道，既然官员是身在高位的“君子”，并时时标榜爱民如子，自当在行动上设身处地，洞悉百
姓词讼之苦并着力解决。

二　对奸徒服毒讹诈行为的同情式之理解

乾隆六十年（１７９５）《福建省例》刊发的“禁服毒草毙命图赖”例，是应受害民人冯恒裕等人强烈吁
请而立，对此两司在议详过程中指出，此举“其情可恶，其愚可矜”，品读之下颇有地方大员对民间陋习
恶行“同情之理解”的感受。此案源于是年闽县县民冯恒裕、林永泰向署理巡抚魁伦的呈请，言及闽北
塘头墩地方民风剽悍，经常有无赖之徒故意服食毒草，以性命之虞要挟讹诈，自己下乡收租多次被讹
不胜其苦，希望巡抚大人出示严禁服毒图赖⑤。对此，巡抚魁伦批示藩臬两司会详核议。两司的讨论
自然在例行的行政程序之内，然而他们对于民间“服毒草毙命图赖”恶习成因的分析很是深入，“其间
半为饥寒所迫，半由恶习所移”。

在其看来，除了习俗相沿的惯性，人口激增、富户压榨、官长教化乏力均是诱因所在，“服毒草毙命
图赖”陋习恶行在印证儒家“小人行险以徼幸”⑥行为逻辑的同时，背后似乎也蕴含着草民为谋生“藉
词以求升斗之需”“拼死而搏妻孥之活”的无奈！而且，对于案发报官之后的胥吏、讼棍盘剥也多有忧
虑，“一经报官验讯，胥役则乘机而婪索，讼棍每诪张而为幻，以致被害之家，小则废时失业，大则荡产
倾家”⑦。最后，不仅严厉告谕禁服毒草毙命图赖并刊入省例，而且从多个方面着手综合治理以求正
本清源之道：如及时清除荒野毒草，又特别强调州县作为亲民之官的职责：平素须勤加劝导百姓，自理
词讼及时秉公剖断，身边胥吏严加管束，如此方是正本清源之举，具有风行草偃之效⑧。

早在三十年前，福建已有类似禁谕《禁服毒草轻生》，秉持“其情可恶，其愚可矜”态度，又针对其中
多有女子轻生采食，特别提醒父兄子弟留心劝导、乡保留心察看、根除毒草等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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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例·刑政例上·禁服毒草轻生》，“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７辑，第９０４～９０５、８５８页。



三　年终岁暮反复提醒告诫小民百姓禁赌防火的良苦用心

除了个别应民人所请通省示禁并刊入省例者，《福建省例》还有不少督抚、两司于年终岁暮主动发
布的禁约，旨在提醒小民百姓禁赌、防火防盗，爱惜父祖之家业、自己终岁辛劳之所得。如乾隆二十三
年年底（１７５８－１７５９）《严禁赌博》例，不仅针对年终岁末的特殊时机而发，而且以各地奏报的日常案件
为佐证，一并提醒各级地方官平时主动悉心教化、一旦事发须上紧查办，不得纵容徇隐。其中一个细
节背后的立场引人注意，省例行文中对小民沉溺于赌博很是不解，“人生消遣之事，正自多端，诚不解
赌博何益于人”①。在饱受儒家经典濡染的精英官员看来，即使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尚且可以对弈下
棋，因而对赌博之举很是不解，不但是律例严禁之事，而且倾家荡产、贻害妻儿亲族②。不仅如此，乾
隆二十五年（１７６０）复行禁止兴化府等地滋生的摇会赌博等变种形式③。

省例中年底示禁者，亦有乾隆三十年底（１７６５—１７６６）禁掷石卜兆④、乾隆三十二年冬季（１７６７—

１７６８）严禁放火⑤。尤其是后者《严禁放火》，在时值年底、省城人烟稠密须注意防火的例行逻辑背后，
更是对防止恶徒蓄意放火、乘乱盗抢财物的特别警惕，并对官民如何防范综合布置，甚至一一提醒普
通居民水缸多多蓄水、灯烛切勿靠近纸壁、厨灶之前勿贮柴草、遇到可疑之人及时报告等等⑥。笔者
为人父母，读来颇像平日里家长对自家儿女不厌其烦的种种叮嘱甚或唠叨。其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
“本部院犹念不教而杀之婆心”一句，其不忍“不教而杀”之深意正是儒家经典的基本政治理念。昔者，
子张向孔子请教为政之道，孔子答以“尊五美”“屏四恶”。其中，“四恶”之首即为“不教而杀”，即对百
姓不事先教化，犯了错即行杀戮，是为虐民之举⑦。在后世各代种种地方性法规、官方告示中，这种不
忍不教而杀、反复强调对百姓勤加劝导的“碎碎念”随处可见，恰是儒家一以贯之的“仁”在刑名司法事
务的映照。亦如《论语·为政》开宗明义所强调者，“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
以礼，有耻且格”，即用政令来治理百姓，用刑法来整顿他们，老百姓只求能免于犯罪受惩罚，却没有廉
耻之心；而用道德引导百姓，用礼制去同化他们，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而且有归服之心⑧。对后世
种种文献中儒家“仁”之基本理念的体认，需要研究者首先熟稔经典文本，如此方能与文字背后官员的
精神世界“同频共振”，否则很容易归为形式性的套话。

四　对民间闹丧、锢婢等种种陋习的苦心规劝

在《福建省例》尤其是刑政例中，更多禁约是基于儒家孝道伦理对民间闹丧、洗筋、停棺不葬、谋穴
盗葬等陋习的苦心教化，以及基于夫妇为人伦之首的认识而对锢婢、私开媒馆等行为的反复劝导。

１．禁止闹丧
儒家经典尤其是《论语》《礼记》《孝经》等崇德尚礼，重视“孝道”，反复申说“生，事之以礼。死，葬

之以礼，祭之以礼”⑨。又强调丧事从俭，“礼，与其奢也，宁简。丧，与其易也，宁戚”瑏瑠。多年浸润于儒
家伦理的熏陶，督抚、两司等省级司法主体及州县府道等各级官员，常常认为福建民间闹丧、冥寿、火
化、洗筋等习俗骇人听闻，是为人伦之大逆。省例告示内容在严厉禁止的同时，时常循循善诱，教之以
孝悌之道瑏瑡。

在省级大员看来，以上恶习虽然违礼伤教，殊乖人伦，同时又唯恐系小民无知，随波逐流狃于习
俗，如果因此而自蹈刑戮也是“殊为可悯”，不能不教而诛。因此，告示最后除了明确强调日后不得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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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④

⑤

⑦

⑧

瑏瑠

瑏瑡

③　《福建省例·刑政例上·严禁赌博》，“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７辑，第８４８～８４９、８５８页。
“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朱熹集注：博，局戏；弈，围棋也。杨伯峻译注：《论语·阳
货》，第１８７页。
《福建省例·刑政例上·严禁掷石卜兆》，“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７辑，第８７８～８７９页。

⑥　《福建省例·刑政例上·严禁放火》，“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７辑，第８８８～８８９、８８８～８８９页。

杨伯峻译注：《论语·尧曰》，第２０８页。

⑨　杨伯峻译注：《论语·为政》，第１１～１２、１３页。

杨伯峻译注：《论语·八佾》，第２４页。
《福建省例·刑政例上·严禁闹丧》，“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７辑，第８４７～８４８页。



化亲柩、开墓洗筋，勤俭办理丧事外，又特别引导殷实素封之家，与其糜费于闹丧、冥寿等有悖于礼乐
的陋习，不如多行善事，如周贫济困、养老育婴、修桥补路等，以资考妣冥寿，而这些善行正是孔孟乐见
并积极倡导的“富而好礼”①之举。无独有偶，同年亦有告示督促速葬棺柩②。此外，尚有乾隆三十二
年（１７６７）禁止谋穴盗葬例，规定嗣后不得妄听堪舆墓佃之言，贪图别家祖业坟山③。

２．禁止锢婢
夫妇之伦也是省例社风民俗类告示关注的对象。福建省例中反复强调“夫妇为人伦之首，奸淫为

风化攸关”“怨女旷夫，王政所戒”，禁止士民锢婢、奸媒私开媒馆。品读告示全文，抚司对被禁锢不得
婚配的婢女很是同情：出身贫寒，孤苦无依，无奈之下供人驱使，看人颜色备尝艰辛。而且巧用《诗经》
关于剩女嗟叹的“摽有梅”④之典，苦心劝导士民尤其是诗礼素封之家，读圣贤书更要多行“恕”道，体
察大龄婢女之苦（身体和精神两方面，尤其是青春易逝之叹、人生大事之忧），适时择人遣嫁婚配。不
得锢婢不嫁，亦不可简单交与媒馆了事，任由奸徒恶少欺辱甚至被迫卖奸⑤。

乾隆三十年（１７６５），闽浙总督崔应阶复行援引《诗经·关雎》，强调“好逑是望，男女同情。婚嫁蹉
跎，误人不浅”，故而再次示谕强调禁止私开媒馆⑥。

３．饬禁小说淫词、迎神赛会
以上，福建省例中禁止民间闹丧、锢婢及私开媒馆等重在正人伦、厚风俗，清末同治年间饬禁小说

淫词、迎神赛会亦是如此，因之为风俗人心之害。在清代两百多年的时间里，颁布了近３０条禁毁小说
的中央政令、地方法规等。在《福建省例·刑政例下》中，收录有一条同治七年（１８６８）九月查禁淫词小
说的例文。该例开门见山指出，“小说淫词，诲淫诲盗，最足坏人心术，是以例禁綦严”，并援引上谕指
出此番查禁销毁的目的在于端士习、正民心⑦。

另外，《福建省例·杂例》收录有两份禁迎神赛会的例文也是以正民心、厚风俗为旨归。第一份例
文刊发于乾隆三十二年（１７６７），首先援引儒家“敬鬼神而远之”⑧的观点，指出其呼朋引伴、旗鼓喧闹、
抬驾闯神之害，结果是意在求福反而得祸，因此责令父老子弟只许在本社地方答谢神庙，或在家礼谶
诵经⑨。之后，同治十年（１８７１）的例文虽然更加详细，一一开列了“十不准”的规定（如不准聚众迎神、
不准迎神像赴家、不准青年妇女入庙烧香等等），仍是在开篇重申了“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的理
念，两者一脉相承、大同小异瑏瑠。

五　无独有偶：其他省份的类似情形

翻检多种清代省例，发现不独东南福建一省如此，而是全国范围内的普遍现象，而且在晚清常有
延续，并与福建多有互动。彼此之间基于伦常事理有不约而同，有彼此迁移、借鉴（甚或直接借用）与
合作，隐约之间也有某种潜在的压力。

１．江苏查禁淫词小说引发的福建行动与压力
上文言及同治年间福建饬禁淫词小说，事实上这不是福建一省的单独行动。追根溯源，此事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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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已。”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
“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杨伯峻译注：《论语·学而》，第９页。
《福建省例·刑政例上·速葬棺柩》，“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７辑，第８７３～８７４页。
《福建省例·刑政例上·禁谋穴盗葬》，“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７辑，第８８５页。
《摽有梅》是《诗经·召南》中的一篇，以花木盛衰感慨青春易逝并追求婚恋及时，在今人看来颇似大龄剩女恨嫁之叹。诗曰：
“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顷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谓
之。”周振甫译注：《诗经·国风·召南·摽有梅》，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６页。《福建省例》中，“摽”原文写为“標”。
《福建省例·刑政例上·禁士民锢婢、奸媒开馆》，“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７辑，第８６５～８６６页。
《福建省例·刑政例上·私开媒馆》，“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７辑，第９０２页。
《福建省例·刑政例下·饬禁小说淫词》，“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７辑，第１０１９页。目录页作“谕禁小说淫词”。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杨伯峻译注：《论语·雍也》，第６０页。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
人，焉能事鬼？”杨伯峻译注：《论语·先进》，第１１２页。
《福建省例·杂例·禁迎神赛会》，“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７辑，第１２０１页。
《福建省例·杂例·严禁迎神赛会》，“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７辑，第１２１８～１２２０页。



同年四月江苏巡抚丁日昌在江苏省的做法，立破并举，不仅大力查禁祸害风俗人心的淫词小说，更指
出固本培元之策，“前在藩司任内，曾通饬所属宣讲《圣谕》，并分发小学各书，饬令认真劝解，俾城乡士
民，得以目染耳濡，纳身轨物”，正所谓黜邪言以崇正学①。此举得到朝廷的高度赞扬，并明发上谕要
求各省一体严加查禁，遂有《福建省例》中“谕禁淫词小说”的规定。有意思的是，苏抚丁日昌在私下致
函福建巡抚时言及，江苏在查禁行动中发现有福建板小说多种，请求一体联防联控。透过前后过程，

有君上对化民成俗的高度重视，亦有同一例禁在不同省份之间的迁移合作，细细读来似乎还有江苏同
僚积极行政、拿获福建违禁小说刻板从而带给闽省官员的些许被动与压力。

２．福建《清讼事宜八条》对直隶《清讼事宜十条》的直接借鉴
同治九年十二月（１８７１），福建刊布《清讼事宜八条》，意在以“恕”道体恤百姓词讼之苦，并谋求正

本清源解决词讼长期积压的问题，实现“无讼”的儒家理想。细读例文，福建此例当是对曾国藩督直期
间《清讼事宜十条》的直接借鉴。从时间上看，两省均发布于同治九年前后。福建例文明确说，“曾见
两江阁督部堂曾前在直督任内，发给各属清讼事宜十条，法简词赅，洞彻利弊”，可略微区别南北情形
变通办理。从内容上看，福建八条例文对直隶十条例文更是多有借鉴甚或直接借用。闽省八条例文
中，第（１）（３）（４）（５）四条标题与直隶完全相同，内容几乎一致，尤其“公文宜速”“州县须躬亲六事”更
是针对清末各省地方行政、司法实践通病开出的“药方”，无怪乎福建例文中赞誉说“名为清讼事宜，实
则致治针砭”。第（２）条属闽省酌量变通，主旨差别不大。最后一条虽具体表述不同，然皆旨在力挽民
间恶习移风易俗②。而且，除了专门的清讼事宜例文外，《福建省例》中《各属自理词讼刊定比较册式》

等处，亦说明系根据直隶成规刊发③。以上，通过两省的比较，省例规定的相互借鉴、迁移可见一斑。

余　　论

上文福建等地方省例立法基础体现的“儒者之刑名”，自然是长期以来儒家传统浸润的结果，某种
程度上也是清代传统的映射。从孔孟以来历两汉经学至宋明理学，到清代仍一以贯之，并未因满洲
“蛮夷”入主中原而夭折、衰变，反而因历朝皇帝持续倡导俨然成为一代祖宗家法并延续到清末，细读
各类实录、方志和政书随处可见。正是在君上的不断耳提面命之下，地方官员更加着力在行政过程中
传承、践行。那么，又当如何理解此一温情脉脉的立法基础与并不尽然完善甚至某些角落饱受诟病的
清代司法实践之间的逻辑自洽性呢？似可沿着如下思路渐次深入：首先，客观认识“知易行难”的规
律。儒家强调笃行，“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然而知易行难无论对个体正己化人还是宏观国家治理
都是普遍性难题。在孔门七十二贤中，似乎也只有颜回能做到“三月不违仁”④，而其他一众弟子只是
“日月至焉而已矣”，对身处官场旋涡之中的传统官员似也不可过分求全责备。其次，不断变革完善王
朝各项司法制度正是历代国家治理从“知”到“行”不断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尽管某一具体司法制度仍
存有这样或那样的弊端，然而整体呈现螺旋上升的态势，并非只是王朝鼎革的循环往复。再次，辩证
看待司法文明与政治文明的关系。中国古代司法文明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支撑，政治文明是司法文明
的根本保障。换言之，司法只是治国理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文明的推进有赖于政治文明对于治理
秩序的维系和保障⑤。最后，合理区分司法实践中官与吏的不同角色影响。清人郭嵩焘说“本朝与胥
吏共天下”，地位卑微而寻租空间大的胥吏直接与普通百姓打交道，史料中他们常常是如狼似虎、需索
无度的形象，是制造种种司法不公甚或司法黑暗的主体。相对而言，虽然历史上从来不缺乏贪官酷
吏，可是整体上作为司法实践核心的“官”往往饱读圣贤诗书，更多秉持“仁”心居官行事。在司法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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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８８～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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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大而化之的国家治理中，主官对胥吏弄法犯奸了然于胸并想方设法谋求化解之道，同时又不得不
用甚或无可奈何。

最后，回到清代省例立法基础这个关键问题上，本文详细阐发相关告示中督抚、两司对民俗风情
的高度重视与悉心化导，并非意在反驳王志强先生的观点。本地风俗人情和官僚集团的利益经验，或
许正如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有些是“官”方的管理便利，有些则是民风民俗的集中反映，并折射出深
受儒家伦理熏陶的精英官员对所谓民间“恶习”的同情式理解、不厌其烦的劝诫，共同构成以省例为代
表的地方性法规的立法基础。研究者经见史料不同，观感不同，甚或有天壤之别。甚至面对同一史
料，学科背景不同、人生阅历不同，亦有“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差别以至大相径庭。

钱穆先生说，史学研究有“当代意见”与“历史意见”之别。为了无限接近“历史意见”的理想境界，
研究者在尽可能广泛搜求不同类别史料的基础上，更宜多熟悉儒家元典文本，进而多揣摩、品读文本
字里行间，以求更多地与历史当事人的价值追求、精神世界“同频共振”，这或许也是现代社科研究者
亟须补足的功课。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０７－１５
作者魏淑民，历史学博士，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郑州，４５０００２。

Ｘｉｎｇｍｉｎｇ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ｓ：Ｒ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Ｓｈｅｎｇｌｉ
ｉｎ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Ａ　Ｃｌｏｓｅ　Ｔｅｘｔ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Ｆｕｊｉａｎ　Ｓｈｅｎｇｌｉ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Ｗｅｉ　Ｓｈｕｍｉ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ｌａｗ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ｈａｖｅ　ａ　ｖｅｒｙ　ｌｏ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Ｓｈｅｎｇｌｉ（省例）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ｉｓ　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ｍ．Ｗｈｅｎ　ｉｔ　ｃｏｍ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Ｓｈｅｎｇｌｉ，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ｄｊｕｓｔｉｎｇ
ｌｅｇａｌ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ｔｏ　ｌｏ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因地立法、制与事宜）．Ａ　ｒｅｃ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ｈｏｗｅｖｅｒ，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ｔｈａｔ　Ｓｈｅｎｇｌｉ　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ａ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ｆｏｌｋ　ｃｕｓｔｏｍｓ．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ａｎｄ　ａ　ｃｌｏｓ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Ｆｕｊｉａｎ　Ｓｈｅｎｇｌｉ（福建省例），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ｓ　ｏｆ　Ｆｕｊｉａｎ　ｐａｉｄ　ｍｕｃｈ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ａｎｄ　ｅｖｅｎ　ｓｈｏｗｅｄ　ｓｏｍｅ　ｓｙｍｐａｔｈｅｔｉｃ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ｎｏｔｉｃ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Ｔｈｅ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ｎｏｔｉｃｅｓ　ｗａｓ　ｔｏ　ｃｉｖｉ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ｍａｓｓｅｓ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ｐｕｎｉ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ｍ．Ｔｈｉｓ，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ｍｅａｎｓ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ｊｏｉｎｔｌｙ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ｄ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ｌａｗ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ｈｏｓ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Ｓｈｅｎｇｌｉ　ｉｎ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Ａｓ　ｆａｒ　ａ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ｎ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ａｔａ，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ａ　ｃｌｏｓｅ　ｔｅｘｔ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ｉｎ　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ｓｏ　ａｓ　ｔｏ　ｈａｖｅ　ａ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ｆｉｇｕｒ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Ｓｈｅｎｇｌｉ；Ｆｕｊｉａｎ；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Ｂａｓｉｓ；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责任编校　吕满文】

·８７·


